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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能否有效促进高质量就业
———基于就业结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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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2013—2017 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
检验，借助中国省级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高质量就业这一现实情况。实证分析发现: 数字
经济发展与以就业结构演化为特征的高质量就业之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门槛检验结果显示，当越

过门槛值以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对就业产生的

促进作用大于替代效应，并且呈现出“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异质性视
角看，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强于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间接影响机制表
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引致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进而促进就业向高质量水平发展。因此，在实现
高质量就业过程中，要着重建设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 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持续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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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的广

泛应用给社会就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重塑效应，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相融合能够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同

时，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行业能够得到显著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助力。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
促进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态势，对各种要素资源的组合
配置以及各种产业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且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可有效拓宽消费市

场、改善劳动力就业现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到
79． 5%，说明我国数字产品与数字技术正逐渐向各个领域渗透，使各行各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得到显著增长。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作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就业能够推动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稳定就业形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六保”是本年“六
稳”工作的着力点，而“保就业”列于“六保”工作的首位，对于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
而，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的同时意味着毁灭，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产生与发展必将会

带来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变化，数字化产业的飞速发展也会对传统产业造成强大的冲击，而从事传统产业生产

活动的劳动者必将会受到波及。那么，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带给人们的究竟是创造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焦点话题。
国内外已有学者对数字经济与就业情况展开研究，但大多基于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在劳



动力结构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岗位明显增多，对于社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显著增强( 王栋，

2020［1］; 杨骁等，2020［2］; David ＆ Dorn，2013［3］; Young，2014［4］) ，大量劳动者逐渐转移到知识、技术密集型行
业，促进了行业就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王文，2020［5］; 叶胥等，2021［6］) ，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应用使“机器替人”

现象愈加普遍( 陈斌开和马燕来，2021［7］) ，市场上对于初高中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少而对小学以下大专及
以上学历劳动者的需求则显著增加( 阎世平等，2020［8］; Lordan ＆ Neumark，2018［9］) ，即对于拥有高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得到大幅提升( Autor，2015［10］) ; 在产业结构层面，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边际
递增的效果( 陈小辉等，2020［11］) ，两者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辛金国和方程，2017［12］)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
发展，各个产业开始注重产品的多样化生产( 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13］) ，并且依托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来降
低企业生产与运营成本，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Ketteni，2009［14］; 温珺等，2020［15］; Graetz ＆ Michaels，2018［16］) ，

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沈运红和黄桁，2020［17］) 。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发现很少有学者探究数字经济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即使在相关研究中大

多学者都是基于产业结构或劳动力视角等单一视角来分析，鲜有学者针对整体就业结构展开实证检验，鉴于

此，从整体就业结构角度来探究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就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起到扩充现有研究的作用。
全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主要对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已有研究的不

同之处在于，将地区就业结构、产业就业结构、行业就业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技术结构都纳入理论分析范
围之内，可以更加客观、全面地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第二，通过使用门槛效应检验了数字经济对
就业的影响，加深了对数字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就业的认识，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就业结构发展变化

趋势，为今后数字经济发展、就业结构优化及就业促进政策提供定性与定量方面的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主要表现为技术上的跨越式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可以显著影响就

业结构的变化，更在宏观层面上决定了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路径与方式。在就业的技术结构方面，从事低技
能的劳动者更容易被新兴技术所替代，使劳动方式发生明显转变; 在产业就业结构方面，以软件业、邮电业、
电子信息产业等为代表的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发展持续向前推进，第三产业所占份额逐渐增加; 在

行业就业结构方面，数字化技术强化了对高端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总之，得益于技术水平发展，就业结构
也随之发生相应变革，那么，数字经济如何作用于就业结构进而推动高质量就业?

( 一)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高质量就业的机理分析

1．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产生的替代与促进作用。数据要素、互联网平台等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壮大，改善就业现状，数字技术以其便捷性、流动性等特征更好地满足了人
们的总体需求，使社会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 孟祺，2021［18］)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
伴随着一部分产业的兴起，同时也会对部分产业产生冲击。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
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使企业对于蓝领工人的需求大幅度减少，造成就业岗位减少、员工的薪资待遇降低，出现
大量失业人员( Autor ＆ Salomons，2018［19］) 。Acemoglu ＆ Ｒestrepo( 2018) ［20］经过实证分析后得出，数字经济
发展也会带来新的工作需求的结论，一些具备高级技能的劳动者将会替代那些低级技能的劳动者，工厂与企

业会加快实现自身转型升级，导致对高级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量提升，在新就业岗位中，那些高技能、知识密集
型劳动力更加具备就业优势。站在马克思劳动论的理论视角上看，技术革新造成的失业仅存在于低技能型
和劳动密集型劳动中，而对于高技能型和知识密集型劳动者来讲，数字技术与其之间存在着技术互补性( Hi-
lal，2013) ［21］。
据以往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对就业产生的促进效应主要包括生产率效应与创造吸纳效应( 陈楠等，

2021) ［22］。生产率效应主要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第一，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部分产业提供的产品自身所需要花费的成本降低，厂家会因此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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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规模来刺激群众消费，消费需求的提升导致了厂家对劳动力需求的持续增加，一定程度上使就业规模

得以扩大。
第二，数字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各行业的生产效率，企业产品的价格下降，导致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生活

水平得到提高，人们更热衷于追求高品质的服务，在服务业创造出更多的新兴岗位与就业选择。随着数字技
术的应用与更新迭代将会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就业岗位，新兴技术的出现使劳动者为了不被市场所淘汰而增

强自己的知识技能，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得到显著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替代效应造成的失业现象产生了补

偿作用，并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原先需要人工完成的重复性的简单机械性工作被计算机与机器所替

代，而那些技术性更强、需要大量脑力活动的繁杂工作则被创造出来，这使那些低技能型、劳动密集型的劳动
力被挤出( 胡拥军和关乐宁，2022) ［23］，而具备高级知识与技能的劳动力则越来越受到重视，长期发展下去将
会促使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升，对于就业向高质量水平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4］的
调查结果表明，2018 年，我国拥有的数字化就业岗位达到 1． 91 亿个，占本年我国总体就业水平的 24． 6%，同
比增长了 11． 5%，显著高于同期总体就业规模增速，第二、三产业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发展迅猛。一方面，数
据要素凭借其较低的扩散成本与较快的扩散速度产生较强的流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时空局限，表现出

地理空间溢出特性，这往往是因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所驱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会给实行数字化的
企业带来巨大效益，也会通过其溢出效应对整个产业链带来积极的影响。数字生产力的发展会全面引领新
产品、新业态、新消费的发展，第二、三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
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社会对高技能、知识型劳动者的需求更加迫切，劳动力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且劳动力
所具有的流动性特征也会促进其他邻近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发生调整，导致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综上，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

2．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产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与“资本化效应”。熊彼特( 1991 ) ［25］提出，每一次技
术革新都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经济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容

易对部分群体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造成一部分人的“技术性失业”现象。他指出，资本主义通过竞争来进
行发明创造，破坏了经济发展模式和就业结构，使社会面临技术性失业问题。此后，Aghion ＆ Howitt
( 1992) ［26］在“创造性破坏”内生增长框架基础上，通过搜寻匹配理论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就业所造成的“创造
性破坏效应”与“资本化效应”。从短期来讲，经济增长受到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对实行旧有技术生产的企
业产生了破坏效应，造成大量劳动者被挤出原有的工作岗位; 从中长期来讲，技术进步使新的机器设备进入

市场中，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厂家会借此扩大生产规模来创造利润，使利润实现最大化，同时，新技术所

带来的巨大利润使厂家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且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从而扩大需

求量。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的发展既会通过“创造性破坏”导致对就业的负向影响，又会通过技术进步的资本

化效应对就业产生促进效应，由于两种现象同时存在，所以导致就业量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而对于

就业结构将会带来较大的变化。从我国近几年的产业数字化规模看，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产业数
字化规模不断提升，表明数字经济对各个行业的渗透性越来越强，社会就业结构也发生深刻变革，这使服务

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将会在就业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优势，而从事传统产业的工人将会被

更多地挤出就业市场( Barry J et al．，1997) ［27］。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就业结构优化。
( 二) 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产生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本质上作为一种创新驱动的技术性进步，能够通过信息要素的流动性特征与传播速度快的特

点产生空间上的外溢现象。由于数字经济的开放共享以及跨时空传播特点，减轻了地区间存在的信息不对
称以及政策垄断壁垒问题，各个地区间的资源要素得以互相传输，跨地域协作越来越普遍。数据要素的扩散
性以及产业的关联性等特征使传统产业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在对已有的生产、管理、分配模式进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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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效应

同时，还能够通过数字赋能、数据扩散等效应引导各产业进行优化升级。“配第 －克拉克定理”指明，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会使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应用
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第三产业占比显著增加，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会作用到劳动力就业方面，传统

产业就业规模受到冲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挤出就业市场，从事较低技能的劳动者面临失业影响，而技
术发展同样催生出众多新兴产业，对拥有高等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增加( 郭东杰等，2022) ［28］; 同时，为适应
时代发展，劳动力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相应的教育与培训，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素质水平。
除此之外，依托于数字经济的便捷性传输特征，各个地区之间可以共享优质资源和信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

弱化了地理距离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递减规律，增强了知识、要素的普惠性。通过对数据要素的分析处理，
企业可以做出科学的决策来支持企业发展，整体就业环境得以改善、民众收入水平显著增加。
当今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具有极高的渗透性，其发展可以弱化就业结构的边界( Joel et al．，

2015) ［29］，由于在网络中获取信息的成本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尤其是数字企业的出现使得买卖双方通过互联
网数字实现精准对接，交易成本显著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引起就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溢出效应。数字
经济所具备的天然网络效应，使企业与客户之间实现实时沟通，起到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与运营成
本的作用，当一个数字化平台所连接的企业与客户数量超过临界点时，平台的网络价值将会呈现爆发式增

长，这也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匹配，同时也会催生出众多拥有高技能的人

才，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伴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其边际效应递增性表现得愈加明
显，各个行业、部门之间联动的边际成本呈下降趋势发展，而收益呈递增趋势发展，即“梅特卡夫法则”与网
络效应在促进就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效果显著( 赵涛等，2020) ［30］。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特征，一个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对本地就业结构产生影
响，也能够对周边地区就业结构产生影响。

H3: 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存在非线性影响，越过门槛值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呈现跨越式发展。

三、研究设计

( 一) 变量指标选取

1．就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参考以往研究经验，借鉴张文等( 2015) ［31］的测度方法，采取了就业结
构演化系数( SE) 作为衡量就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指标，具体测度方式如下所示:

SE =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 GDP比重
第一产业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第三产业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第二产业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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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业结构演化系数越大，则说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的发展越先进，社会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更高，而就业结构则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2．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借鉴 G20 杭州峰会对数字经济的界定以及李晓钟和李俊雨( 2021) ［32］

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①。
3．控制变量的测度。参考李建伟和崔传浩( 2022) ［33］、王莹莹和杨青生( 2021) ［34］、曾世宏等( 2022) ［35］、
肖维泽等( 2022) ［36］对控制变量的选择，采用如下指标进行衡量: 政府财政支出，体现政府参与社会公共服务
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规模; 城镇化率，反映人口向城市地区转移的程度; 交通通达度( 人均邮电业务量 /万
元) ，以各省份邮电业务总量除以各省份年末总人数计算得到; 人口老龄化( 老年抚养比) ，从经济视角反映

社会人口老化对地区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 人力资本( 平均受教育年限) : 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对于地区间

的就业结构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作用，选取各个地区 2013—2017 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之
一，借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测度方式，具体测量公式如下: ( 小学人口 × 6 +初中人口 × 9 +高中人口 × 12
+中职 × 12 +专科 × 15 +本科 × 16 +研究生 × 19) /6 岁以上总人口。
( 二) 实证模型构建

从整个社会视角看，数字经济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对社会经济发

展与劳动力就业产生的影响愈发深刻。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结构的方式促进地
区就业水平提高，使劳动力群体的就业选择增多，助推地区经济与就业发展( 李雪等，2021) ［37］。
通过建立如下线性回归方程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就业结构产生的具体影响:

SEit = α0 + α1 DEi，t + αi Xi，t + λi + εi，t ( 1)
式( 1) 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Xi，t 为控制变量，对相关变量取对数以期消除异方差影响。式( 1) 作为

基准回归方程，主要用于检验就业结构系数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
建立如下 SAＲ、SEM、SDM模型以期对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

SEit = ρWSEi，t + φ1DEi，t + φi Xi，t + λ i + εi，t ( 2)
SEit = φ1DEi，t + φiXi，t + λ i + εi，t，εi，t = δWεi，t + ωi，t ( 3)

SEit = ρWSEi，t + φDEi，t + φ1Xi，t + φ1WDEi，t + φ1 WXi，t + λ i + εi，t ( 4)
式( 2) ～ 式( 4) 中，ρ、φ为空间相关系数; W为对应的权重矩阵。其余变量内涵如式( 1) 所述。为使样本

数据更能够合理进行量化，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类型进行分析。
1．地理矩阵。地理矩阵能够较好地解释在地理空间上相接近但并不临近的区域之间所存在的影响关系。
地理权重矩阵计算方式如下:

Wij =
2
( d2

ij )
，i≠ j

0，
{

i = j
( 5)

2．经济矩阵。除去上述影响方式，还有其他许多非地理邻近因素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综合性的影响，因
此，通过构建经济矩阵以期进行更加合理的量化。式( 6) 即为经济特征空间权重矩阵的具体计算公式:

We
ij = Wd

ijdiag( Y
－
1 /Y，Y

－
2 /Y，…，Y

－
n /Y

－
) ( 6)

式( 6) 中，Wd
ij为反距离权重矩阵，即Wd

ij =
1
dij
，i≠ j

0，
{ 



i = j
; Y－ 为 2013—2017年所有地区 GDP的均值。经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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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共包括数字基础、应用能力、产业支撑、发展能力 4 个一级指标，其权重分别为 0. 63727、0. 23231、
0. 08216、0. 04826; 二级指标共 14 个，分别为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量、每百人网站拥有数量、单位面积长途光缆长度、数字电视用户比例、
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在线政府指数、数字生活指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例、电子信息产业主营
业务利润率、信息经济产业结构指数、研发强度、信息经济发展方式指数、网络社会指数，其权重分别为 0. 35906、0. 12365、0. 00915、0. 14541、
0. 04441、0. 05214、0. 00744、0. 12832、0. 03860、0. 02273、0. 02083、0. 00988、0. 02083、0. 01755。



征空间权重矩阵揭示了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相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来讲其空间影响更为强大。
在“网络效应”与“梅特卡夫准则”的支配作用下，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会对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非

线性动态溢出造成影响，为了对其进行验证，在此借鉴 Bruce E． Hansen的门槛面板模型对其进行考察，在基
本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lnSEit = ψ0 + ψ1 lnDEi，t × I( lnDEi，t ≤ θ) + ψ2 lnDEi，t × I( lnDEi，t ＞ θ) ψi lnXi，t + λ i + εi，t ( 7)
式( 7) 中，门槛变量为 DEi，t ; I( ·) 是指示函数，满足括号内的条件则取值为 1，若不能满足括号内的条

件则取值为 0; 其他变量的定义同式( 1) 。
(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文中数据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
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各省份在不同年份的就业结构变动具有较大差异，就业结构演化系数越大说明其

就业结构越合理，部分省份的就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而也有部分省份的就业结构尚需进行转型升级。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省份其就业结构系数大多高于均值水平，说明其就业结构更加合理化、高级化。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SE 150 2． 034484 0． 8530912 1． 051802 5． 323514

核心解释变量 DE 150 0． 2763447 0． 1472073 0． 0732 0． 8109

控制变量

ppts 150 0． 0381913 0． 0549404 0． 0044152 0． 305533

odr 150 13． 88387 2． 771754 8． 75 20． 6

hc 150 9． 18047 0． 8863831 7． 473942 12． 66511

fdi 150 1． 886824 1． 511655 0． 0003826 8． 258413

ur 150 0． 576674 0． 576674 0． 3783 0． 896

四、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优化的实证检验

( 一)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对中国 2013—2017 年除西藏自治区外的 30 个省份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对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产生的
影响进行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就业结构优化调整。在 Hausman
检验后，采取固定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详见表 2。
对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对就业结构起到积极影响作用，有利于就业向高质量阶段发

展，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应用一方面能够使传统产业中融入新的要素来改进固有的生产组织方式、推动就业结
构的调整; 另一方面，以大数据、智能化等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标志着技术上的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使社会上出
现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就业规模得到提升，产业重心逐渐转向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
控制变量方面，人均邮电业务量系数为负说明人均邮电业务水平并未使就业结构得到很好的优化升级，

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部分农村与偏远地区的邮电业务尚未得到全面覆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就业结构的

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代表人口老化不利于就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老年抚养比越高代
表一个青年劳动力所承担的社会家庭责任越重，其就业选择会受到多方面的阻碍。表 2 中人力资本水平系
数显著为正，这代表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则对于就业结构优化越有利，通过进行高质量的素质教育，

劳动者不仅掌握了各种技能、学识，同时其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也得到很好地培养，更有助于推动就业发
展。研究假说 1 得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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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SE

DE 1． 336＊＊
( 0． 031)

Ppts － 1． 382*

( 0． 069)

Odr 0． 040＊＊＊
( 0． 004)

Hc 0． 333＊＊＊
( 0． 000)

Fdi 0． 006
( 0． 704)

Ur － 1． 745
( 0． 281)

N 150

Ｒ2 0． 982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 二)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运用莫兰指数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计算了地理权重矩阵与经济特征空间

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各年度的空间效应。表 3 中检验结果显示 2013—2017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
Moran’s I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数字经济具备空间集聚性特征。图 2 可以清晰地看出整体空间互动以
“高 －高”和“低 －低”两种类型为主导。
无论是 2013 年还是 2017 年，位于第一象限“高高”类型省份主要以环京津省市与长三角( 北京、天津、

山东、浙江等地) 为主，而位于第三象限“低低”类型的则主要以西部地区省份为主，因此，这种空间交互特征
需要重点关注，未来如何深入推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如何打通空间溢出通道向较低发展水平地区释放
空间传导效应、如何更好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领头作用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表 3 三种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的 Moran’s I

年份 地理矩阵 经济特征空间权重矩阵 邻接矩阵

Moran’s I Z值 Moran’s I Z值 Moran’s I Z值

2013 0． 308＊＊ 2． 651 0． 486＊＊＊ 4． 498 0． 246＊＊ 2． 655

2014 0． 283＊＊ 2． 396 0． 496＊＊＊ 4． 471 0． 252＊＊ 2． 647

2015 0． 331＊＊ 2． 746 0． 508＊＊＊ 4． 549 0． 296＊＊＊ 3． 038

2016 0． 331＊＊ 2． 753 0． 514＊＊＊ 4． 608 0． 274＊＊ 2． 840

2017 0． 332＊＊ 2． 778 0． 510＊＊＊ 4． 597 0． 260＊＊ 2． 722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选择具体模型时，基于不同的权重矩阵类型，进行 LM 检验，以判定采取何种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被解释模型的 Ｒ － LMEＲＲ和 Ｒ － LMLAG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 Ｒ － LMLAG 比 Ｒ － LMEＲＲ 在统计
上更显著，根据 Anselin( 2004) ［38］的判断准则，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析。
对于采用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进行分析，根据 Hausman 检验以及综合上述各种条件的考虑，为了使

研究分析更加贴近实际情况，决定采用固定效应进行检验，最终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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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 年和 2017 年莫兰散点图
表 4 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结构的空间回归结果

模型设定 SAＲ
空间矩阵类型 地理矩阵 经济矩阵

变量 ( 1) ( 2)

ρ 0． 647＊＊＊
( 0． 000)

0． 542＊＊＊
( 0． 000)

DE 0． 140＊＊＊
( 0． 002)

0． 129＊＊＊
( 0． 006)

Ppts 0． 001
( 0． 954)

0． 005
( 0． 831)

Odr 0． 026
( 0． 678)

0． 024
( 0． 703)

Hc 0． 999＊＊＊
( 0． 000)

0． 990＊＊＊
( 0． 000)

Fdi － 0． 001
( 0． 963)

0． 000
( 0． 998)

Ur － 0． 972＊＊＊
( 0． 000)

－ 0． 977＊＊＊
( 0． 000)

sigma 0． 004＊＊＊
( 0． 000)

0． 004＊＊＊
( 0． 000)

_cons － 3． 452＊＊＊
( 0． 000)

－ 3． 498＊＊＊
( 0． 000)

obs 150 150
LogL 113． 0818 221． 3565
Ｒ2 0． 003 0． 001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4 结果可看出，无论是基于何种权重矩阵，在 SAＲ模型中，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对就业结构产生优化作用，除此之外，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可以直接
对当地的就业结构调整产生促进效用，而且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就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
于就业结构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正值，其中原因可能在于数据要素的流动性、跨区域传播的特点超脱
了时空边界，减少了区域间信息不对称现象，各地区之间进行协作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加上网络平台的推

动作用，信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传递，逐渐渗透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从而造成一种溢出现象。这也意味着
数字经济的网络外部性、高渗透性以及突破时空界限的特征使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本
地区就业结构的升级; 若是本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得到提升，将会加快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从而促进周边地

区的就业结构调整。由表 4 可以看出，一个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能够间
接对周边地区的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研究假说 2 得以证实。
( 三) 门槛效应检验

采用门槛检验性方法来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所存在的非线性效应，首先需要进行面板门槛的检验并

且确定各门槛变量个数，再通过 Bootstrap反复抽样 300 次，结果表明显著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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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双重门槛变量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SE

门槛变量 DE

门槛值 Th 0． 3930
0． 7420

EI( Adj ＜ Th1 )
1． 040822＊＊
( 0． 3126551)

EI( TH1 ＜ Adj ＜ Th2 )
1． 322298＊＊＊
( 0． 2921548)

EI( Adj ＞ Th2 )
1． 770828＊＊＊
( 0． 3317367)

控制变量 YES
观测值 145
F值 28． 02
Ｒ2 0． 636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表 5 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升级表现出了显著的
动态非线性关联。门槛值为 0. 3930 和 0. 7420，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值低于 0. 3930 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回归系数为 1. 041，这说明在此区间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
生产率效应与创造吸纳效应，使就业结构得到更加合理的发展; 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值介于门槛值 0. 3930
与 0. 7420 之间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为 1. 322，这说明在这个区间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
作用依然存在; 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大于门槛值 0. 7420 时，其系数为 1. 771，表明数字经济对就业
结构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增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产生的促进效应远远大于替代效应，替代作用被进一

步削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 一方面，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对就业结构起到了优化作用，且利用大数据进行供需匹配与资源整合可以极大地降低

交易成本，使各部门之间联动的边际成本得到减轻。另一方面，我国目前阶段数字技术发展仍未成熟，数字
经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较大，而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强化发展，社会对拥有高技能劳动者的创造性吸

纳作用将会显著增强，当数字技术发展成熟，上下游产业链必将会发展出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这必将会加

大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促进就业向高质量水平推进表现出了显著正向促进
作用，且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动态非线性特征。研究假说 3 得以证实。
( 四)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上述均为全国省级层面的研究结果，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数字经济对就业产生的促进效应明显大于替代效应，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无论是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还是就业结构现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会导致区域上的差异。所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高质量就业在
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区域异质性，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剔除了西藏的数据，将其余 30 个省份分为东部与中西
部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地区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DE 0． 210＊＊＊
( 0． 000)

0． 139＊＊＊
( 0． 000)

_cons 2． 430＊＊＊
( 0． 000)

0． 997＊＊＊
( 0． 000)

controls YES YES
F值 419． 38 81． 07
Ｒ2 0． 991 0． 954

注: 组间系数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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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知，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0． 210，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数字经济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东部地区的就业结构，东部地区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导

致数字贸易环境较为优越，这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同时会新增众多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就业者来东部

地区就业; 中西部地区回归系数为 0． 139，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中西
部地区就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起到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但是通过对两种模型进行比较，发现数字经济对于中

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东部地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可能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数字

经济具备的跨时空特征改变了原先传统产业碍于地理位置而产生的产业集聚现状，实现了跨区域合作，并且

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产品与服务相互无差别传递，极大地降低了地区间的合作成本，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就业

结构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的特性为中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突破地理与经
济格局的束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现状得到改善、就业结构得以调整，东中西部地区存在
的差距得到有效缓解。综上分析证实了数字经济对于中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影响强度显著高于东部地区。
( 五) 稳健性检验

1．由于在上述模型中可能具有内生性问题，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两期进行回归以期解决可能出
现的问题，使检验更具稳健性。根据表中检验结果，在充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之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旧
对就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与表 2 的结论一致。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就
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而对于控制变量的检验结论与上文也都无明显差别。

2．增加解释变量。为进一步证实数字经济对我国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作用，将产业结构高级化( Ti) 对
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考虑在内，增加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控制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
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为 0． 176，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再次证实了上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表 2 的研究结
论具有稳健性。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滞后一期 滞后两期 增加控制变量

DE 0． 211＊＊＊
( 0． 000)

0． 136＊＊＊
( 0． 006)

0． 176＊＊＊
( 0． 004)

Ppts 0． 052*

( 0． 075)
0． 067＊＊
( 0． 040)

0． 043
( 0． 110)

Odr 0． 019
( 0． 764)

0． 006
( 0． 950)

0． 098
( 0． 156)

Hc 1． 073＊＊＊
( 0． 000)

0． 651＊＊
( 0． 013)

1． 092＊＊＊
( 0． 000)

Fdi 0． 010
( 0． 428)

－ 0． 003
( 0． 802)

－ 0． 002
( 0． 897)

Ur － 1． 335＊＊＊
( 0． 000)

－ 1． 267＊＊＊
( 0． 001)

－ 1． 196＊＊＊
( 0． 000)

Ti － 0． 106*

( 0． 071)

_cons － 1． 622*

( 0． 075)
0． 007
( 0． 994)

－ 1． 862*

( 0． 052)
N 120 90 150
Ｒ2 0． 993 0． 997 0． 987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使用 2013—2017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从空间溢出效应、门槛效应检验
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得出的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可以对就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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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从而带动就业向更高水平发展。第二，数字经济具备空间集聚特征，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极大地弱化了就业
结构边界，突破传统经济的地理位置上的局限，可跨越时空界限进行交易，在此过程中，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

营成本，生产规模显著扩大，起到带动就业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借助于数据要素的流动性特征，一个地区
的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本地区就业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可以对周边地区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第三，通过
对区域异质性进行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于中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中西
部地区有望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实现“弯道超车”，在各种政策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区借助于数字经济自
身发展特征吸纳各种有用资源，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以及适应数字化发展红利进行平台化产业新生

态的发展，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逐渐减缓与东部地区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现状。
( 二) 政策建议

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带动就业向高质量水平发展。通过数字化技术对要素
资源进行重组，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在进行生产率的全面提升时也要强调各产业的产出质量。
要打破制约生产力发展和数字经济建设的各项障碍，推动数字经济向各个行业的全方位渗透，实现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特征，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人口过度
集聚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妨碍数字经济推动就业结构优化升级，所以要重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现

实问题，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紧跟形势的变化，建立人才培育基地，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推动产业链升

级发展，努力提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实力，推动地区就业水平向高质量发展。
第二，推进各地区进行数字化改革。鼓励支持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革，吸纳高技能劳动者，通过专业

人才的指导以及部分龙头企业的领头作用实现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可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信息共享、知识
共享的特点，通过在线教育、网络培训等进行劳动力技能的训练，以此来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上文证实
数字经济对部分劳动密集型就业者产生了替代作用，但对于知识密集型的就业份额却大大增加，所以，各大

企业及部门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转岗培训，并建立相关的保障体系，使劳动者可以实现技能的提升以适应岗

位的需要。
第三，因地制宜发展数字化技术。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时代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政府可以

通过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来强化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基础数字技术的短板，为中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使中西部地区能够更好地把握住技术红利来促进就业发展。对于东
部地区，由于其资源禀赋、经济建设水平较高，数字化建设程度也更高，一方面，政府部门可采取措施推动东
部地区先进技术流向中西部地区，更好地实现数字化技术的外溢，带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另一

方面，加强东部地区数字化技术创新，创造更多新业态、催生更多新的就业形势，有助于促进就业、稳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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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Perspective

JIANG Qi， LI Yiha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Shandong 25001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by using provincial data from 2013 to 2017 in China． With the help of provincial data in China，the reality
tha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promotes high － quality employment is ver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high － quality employment characterized by
the evolu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threshold test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threshold value is crossed，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high － quality employment; this mean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employment is greater than the substitution effect，and presents a nonlinear character of
“marginal incre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s stronger than that in eastern China． The indirect
influence mechanism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lead to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to a high － quality level． Therefore，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high － quality employment，we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nd digital industrializa-
tion．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High － quality employment; Employment structure; Space spillov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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